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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生物及其活动不仅广泛且深远地影响着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健康与福祉，更关乎整个地球及其大气层的正常循环与

运转，对人类、整个生物界以及整个地球及其大气层总体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从总体上来看，通过对太阳能的吸收、转

化、加工和贮存，微生物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有鉴于此，不仅个人和家庭有必要在日常生活中做

决策和决定时适当考虑微生物的影响，而且对于各级各类责任主体而言，也有必要在社区、国家及全球层面的卫生健康

评估阶段以及相关政策的规划和制定阶段适当考虑微生物的影响。然而，与对人类影响广泛且深远的其他主题（例如金

融、卫生健康及交通运输等领域，人们对这些主题有着广泛的了解）不同的是，普通民众以及从普通民众中选拔出来的

决策者们却缺乏微生物学素养。微生物学素养包括掌握有关微生物活动的知识，了解微生物活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以及

懂得如何利用微生物为全人类造福等。与微生物活动休戚相关的决策通常不透明，且可用信息有时也会略带成见且通常

不具完整性。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便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最佳”决策也时常会引致不可预知、意想

不到甚至是事与愿违的结果出现。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整个社会中，全民的微生物学素养不仅对于个人做出知情决

策而言必不可少，而且对于政府与企业的政策制定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在此类决策中的纳言献策都具有不可或缺的特性。

与目前在中小学中开设的某些科目一样，对重要微生物活动的理解对于帮助儿童顺利度过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至关

重要，因此必须在通识教育中掌握。微生物学素养应该成为世界公民必须掌握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将微生物学知

识纳入教育课程体系，我们将有望提升全民的微生物学素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谨此提出一套基本教学理念与教学

模式。这套理念与形式适用于从学龄前到高中各年龄段的学生，它将重要的微生物及其活动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人

类和地球面临的多项“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内容有机

联系起来。由此，我们勉励微生物学家、微生物学学术团体以及兼具微生物学素养的专业人员参与到这项倡议中来并为

这项倡议做出贡献。这些人士应不断发展和完善基本理念、开发并寻求资金以开发儿童喜闻乐见且颇富吸引力的教学工

具和材料、提升该项目的影响力、并且（这一点最为重要）说服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以及相关政府机构

与非政府机构支持并全力推动这项倡议。我们必须将切实提高社会对微生物学素养的目标变成现实。 
 
正文 
微生物群落与生物群落 
微生物群落几乎可以在与生物圈所有宏观生物群落（动物和植物）接触的所有物体表面上形成“第二层皮肤”。微生物

皮肤构成了额外的生态生理性动态屏障，这些屏障有效增强了地表的物理屏障与化学屏障功能（例如抵御病原体入侵的

功能）。但是，除了其屏障作用之外，这些微生物群落还可通过多种方式与其宿主相互作用，在提供必要功能的同时，

对其宿主合作伙伴的健康与生物学特性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例如，与植物相关的微生物有助于宿主获取包括生长所

需的氮在内的必需矿物质（实际上，如果没有微生物介导的固氮作用，植物初级生产者就将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生物质来

用于动物消费者的繁殖与进化）、抵御病原微生物造成的感染并产生促进植物生长的激素样化合物。植物携带的某些微

生物对动物具有毒性，因此可被植物用作抵御捕食者的防御策略。微生物还可保护宿主动物免受疾病的侵害，促进包括

牛在内的反刍动物体内的食物发酵并帮助昆虫消化食物。尽管几乎所有的宏观生物表面都被微生物群落所覆盖，但有些

宏观生物也寄生着在宿主细胞内存活的“内共生微生物”。内共生体在各类生物的生命周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

中包括昆虫（内共生体甚至可以决定宿主昆虫的性别）、多孔生物、植物以及某些其他微生物（例如原生动物）。细胞

内的许多细胞器均由内共生细菌演化而来，其中包括负责在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生物中吸收太阳能的质体），以及在大

多数生物体中负责能量生产的线粒体。生物体的微生物组成成分（即所谓的微生物群落）是该生物体身份与生态生理学

的基本特征：无菌动植物是实验室内的特殊存在，在其发育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导致它们无法适应环境，因此也就无法在

自然栖息地中生存。在本文中，所谓“微生物群落”是指一个独特的微生物群落，它占据着合理界定的生活环境且拥有

独特的理化特性。因此，该术语不仅涵盖所涉及的微生物，而且还包括这些微生物的活动范围（Whipps等人合著，1988
年）。由微生物群落与宿主组成的整体被我们称之为生物群落。微生物群落的扰动（可导致微生态失调）可能会扰乱微

生物群落与宿主的关系并破坏微生物群落有利于宿主健康的各项功能。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可参考由除草剂草甘膦引致

的蜜蜂肠道内微生物群落的扰动，此种变化导致蜜蜂对某些病原体的易感性增加（Motta等人合著，2018年）。 
 
人体内过半细胞由微生物组成 
就细胞数量而言，人类生物群落由50%的微生物组成（Sender等人合著，2016年）。人体肠道微生物群落会帮助我们消

化大量食物，并以人体能够吸收和利用的形式释放其营养素，从而为人体提供其本身无法制造的必需维生素、氨基酸及

其他微量营养素并生产激素样化合物，因此在人体内扮演着第二套内分泌系统的角色（Brown与Hazen合著，2015年），

并同时在一系列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Wang等人合著，2017年；Du Toit著，2019年）。微生物群

落导致人类微生态失调的一个典型示例是抗生素诱导的肠道微生物群落扰动，此种扰动可导致艰难梭菌大量增殖并引发

伪膜性结肠炎（Bartlett著，1979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与微生物之间的亲密、动态且互惠互利的

相互作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人生阶段。这种不可分割的互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健康状

况、生理机能及代谢和免疫表型，从而决定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当然，此种互惠关系也决定了微生物群落的生存状态）。

借用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来解释，即“我思故我们在”。 
 



我们可能会因为几乎不了解因此也无法信任我们相识之人而懊恼不已，而对我们最亲密且最具影响力的朋友却一无所
知。倘想拥有能最大程度提高个人幸福感的能力，我们必须理解： 
 我们的微生物伙伴正在做什么， 
 微生物活动对我们有何影响， 
 我们的行动如何影响我们的微生物伙伴及其活动，以及 
 我们应如何面向互惠互利的目标来改善与微生物群落的此种合作伙伴关系 
 
为人类服务的微生物 
微生物不仅会影响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态，而且自远古以来就被人类所利用并服务于人类。最初，人们将微生物用于生

产发酵食品与饮料（啤酒、葡萄酒及发酵乳制品）、发酵面包及粘合材料（沤麻）和保持土壤肥力（使用含固氮细菌的

豆类以及微生物菌肥等）。之后，人类将微生物用于降解生活垃圾与工业废物并提供清洁饮用水，以此减少污染。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为保存食物并改善食物营养质量，人类使用微生物对食品进行发酵，并利用微生物处理人类有机废物。

这些都能够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与卫生状况的同时减少人类的病原体负荷，因此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提升了

人类的健康水平并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 
 
到了当代，微生物已成为新兴的生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请参阅Timmis等人合著，2017a）。巧合的是，与此同

时，我们开始看到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4IR）的全球经济框架的颠覆性变化。除了无限制的互联、人工智能、海量传

感、大数据处理、机器人技术及其他许多新兴技术外，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提出了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实现商品的可持续

生产、零废物、无有害排放并将一切废弃物都回收利用起来的设想（例如请参阅Nielsen著作，2017年）。微生物介导的

工艺过程能够完美匹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因为微生物具有能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等特点，故有望逐步取代目前

需高温、高压、高能耗及有毒化合物的一些化学工业。此外，微生物所生产的新材料、所产生的废料及所涉及的反应物

通常易于回收。因此，由微生物构成的高效生物催化体系所介导的化学转化反应，尽管以前此类技术只是对化学工艺过

程的微不足道的补充，且往往侧重用于生产少量高价值或高附加值的生物活性分子，目前正逐步演化成为一种真正意义

上有助维持环境生态可持续性的替代性方法，即可再生原料经大规模化学转化反应生产产品的工业化应用。这一演化发

展的核心是细胞工厂（主要是微生物）以及从细胞工厂中获取的酶，无论是天然细胞还是经基因重新编码改造而得的细

胞。 
 
除生物催化外，当前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与应用前景的微生物处理工艺还包括： 
• 生产各种食品（酸奶、奶酪、纳豆、单细胞蛋白、巧克力、熟化香肠、泡菜及益生菌）、食品调味料（香草、酱油、泡

菜、paa deak 及 soumbala）和食品补充剂（维生素、氨基酸、叶酸及益生菌）， 
• 生产药品（抗生素、激素及生物制剂）、疫苗、诊断与生物传感器监控系统以及个人护理产品， 
• 保护和促进农作物的生长发育， 
• 微生物发酵法生产各种化学制品与生物材料（生物塑料与微生物纤维素等）， 
• 绿色化学工程（例如微生物电化学合成技术以及以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为化学合成原料的生物化学处理工艺等）， 
• 生产能源（沼气与微生物燃料电池等）， 
• 回收再利用自然资源（例如利用工业生物浸提法从废旧原料中回收有价金属，以取代高污染的金属热加工工艺）， 
• 微生物处理垃圾源及污染场地的生物修复技术， 
• 对历史文化遗产（纪念碑、雕像、壁画、绘画及文献）进行生物清洗、生物修复及生物保存。 
 
此外，随着研发深入，大量新的应用正在不断开发中，其中包括采用微生物疗法治疗因微生态失调所导致的疾病（例如

伪膜性结肠炎、炎性肠病、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各种心理问题；例如 Rossen 等人合著，2015 年），利用合成生物学重

编程技术对与生物技术相关的细胞和生物进行重编程，以实现高水平的生产效率与生物活性以及生态系统级生物工程等。

微生物惊人的代谢多样性不断为可持续性生产大宗和特种化学品及材料提供新的机会（Lee 等人合著，2019 年）。 
 
对于以知识为基础、以生物为中心的经济体而言，为提升自身竞争力并在可持续实践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经济体应具备

三个重要的能力，即及时识别并抓住微生物工程技术新机遇的能力、准确评估收益与潜在风险的能力以及就促进微生物

利用所需的行动做出基于实证的决策的能力。为此，我们有必要确保决策链中的各级各类决策者（包括作为主要利益相

关者的公众）都能掌握足够的微生物学基础知识。 
 
在掌握微生物工程技术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与决策关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

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我们未来发展的速度与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如下领域付诸努力的多寡： 
• 不懈探索未知的微生物工程技术，从而不断提升我们自身的能力，以准确预测并识别潜在的新型微生物技术的商业

应用 1； 
• 充分利用新型微生物工程技术来改善人类健康状态和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循环， 
• 扩展并改进现代微生物工程技术应用，以及 
• 设计恰当的基于实证的决策系统与资源分配系统，以激励和推进企业和个人开展专项研究、开发及商业化活动，并

充分考虑利益攸关方的偏好。 
 
 
 



微生物广泛且深远地影响着人类个人与集体的健康与福祉 
 
微生物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因此微生物与人类做出的许多个人决定都休戚相关。这些决定包

括是（1）采用剖腹产（无菌）还是自然分娩方式（来自母体的微生物快速在婴儿体内定植；Wampach 等人合著，2018
年）；（2）是否采用母乳喂养[母乳能够提供保护性抗体，保护婴儿免受病原体的侵扰；人乳低聚糖可选择性刺激双歧杆

菌增殖，被认为可以促进婴儿免疫系统的成熟和健康发展（Gomez de Aguero 等人合著，2016 年；Moossavi 等人合著，

2018 年），母乳中存在母体微生物群落（Milani 等人合著，2017 年）]；（3）经常使用强效消毒剂清扫房间（减少婴儿接

触多样性微生物群落的机会，而微生物群落多样化往往意味着更健康的身体状态：Finlay 与 Arrieta 合著，2016 年；Gilbert
与 Yee 合著，2016 年；Bach 著，2018 年；Sharma 与 Gilbert 合著，2018 年；甚至医院也是如此：请参阅 Caselli 著，

2017 年）；（4）接种疫苗或治疗感染（Lane 等人合著，2018 年）；（5）使用含磷的家用清洁产品（Richards 等人合著，

2015 年；可引发当地水域富营养化现象和有害藻华藻类频发）；（6）使用杀菌肥皂（可导致皮肤微生态失调；Gilbert 与
Yee 合著，2016 年）；（7）饲养宠物狗（促进微生物群的交换，Trinh 等人合著，2018 年；增加流域中磷的输入量，Hobbie
等人合著，2017 年）或（8）选择使用何种食物（例如牛肉的甲烷含量很高；食用牛肉和奶制品与癌症之间存在相关性，

zur Hausen 等人合著，2017 年；食用其他肉类与蔬菜时应注意查明产地、保质期以及与已知风险因素之间的关联等）；

（9）如何储存和烹制食物它；以及（10）房屋的通风/加湿/除湿的程度等等。 
 
为理解上文观点，我们不妨思考一项我们乐于参与的活动，以休闲度假为例。休闲度假会使我们暴露于可致各种感染和

微生物诱导型疾病的风险，而这些疾病有些会危及生命，且在日常家庭环境中并不存在或并不常见，但却可以通过如下

途径致病： 
• 在淡水或海水中沐浴（例如隐孢子虫、创伤弧菌及钩端螺旋体等）、在氯化程度不足的游泳池或澡池中游泳或沐浴，其

中以在热水浴池中沐浴风险最高（分枝杆菌、假单胞菌、军团菌、念珠菌、毛癣菌及贾第鞭毛虫等）， 
• 进食未经烹煮的食物或受污染食物，尤其是海鲜（例如沙门氏菌、弧菌、出血性大肠杆菌、弯曲杆菌、李斯特菌、诺

如病毒、肝炎病毒及各类寄生虫等），甚至是进食业经充分烹煮但含耐热毒素的食物亦是如此（包括致命性赤潮神经毒

素与多种霉菌毒素）， 
• 饮用已受污染的液体（例如水与果汁等）， 
• 与新伴侣发生性行为（常见性传播疾病及艾滋病等）， 
• 所选的度假胜地正在爆发传染病疫情，其中包括黄热病、疟疾、寨卡病毒、肝炎病毒、登革热病毒、莱姆病及肺结核

病等；以及 
• 所选的住宿与卫生保健设施（包括游轮）存在爆发细菌或病毒感染的风险（例如环孢菌、诺如病毒、军团菌及分枝杆

菌感染等）。 
 
------------------------------------------------------------------------------------------------------------------------------------------------- 
1 一项科学研究取得的新成果通常是新的发现和进展。而科学研究的组织形式则通常在纵向上具有明晰的学科层次或者在横向上表现为相关学科组成的

学科群。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科研人员的跨学科实践与发现的能力。重要的是，为促进环境保护、维持人类健康和实现粮食安全所需的许多

变革都需要以跨学科的方式建立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实现机制。有鉴于微生物学的明显特点及其广泛的应用性，并考虑到微生物在地球上无所不在地影

响着人类与地球的健康，因此微生物学素养将赋予研究人员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意识与实践能力。这无疑将加速人类创新型解决方案的开发与管理创新，

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重大的环境与健康挑战。 
 
诚然，在商务旅行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危险或灾害，而寻医就诊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与手术和医院相关的其他风险。 
 
微生物活动同样会影响许多方面的战略决策与政策决策。在此类决策过程中，考量微生物活动至关重要，例如在工业生

产设施中启用新的原料或产生新的废弃物、在食物中启用新原料、构建新的食品供应链、推行新的公共卫生措施，施行

新的农业实践或推行旨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免于退化和破坏的新举措。 
 
如果我们做出的有效决策（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上）极有可能导致可预测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知晓哪
些微生物活动与此类决策相关、这些微生物活动会如何影响此类决策的实施并反过来受此类决策实施的影响。此外，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例行决定与决策时也需要对以下方面有基本了解： 
• 我们的行为可导致哪些不良后果；以及 
• 我们应如何修正自己的行为，以规避或减轻这些行为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负面影响。 
 
分布广泛的微生物对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影响极其深远 
微生物不仅是地球上最早期的生命形式之一（可追溯到距今大约40亿年前），而且也是地球上生命形式的未来：在人类

及其他生命形式消亡之后，微生物仍将继续在地球上栖息繁衍。相比我们熟悉的可见生物，浩淼且无形的微生物世界具

有更大的进化多样性和代谢多样性。微生物是海洋中的重要生命形式，约占海洋总生物量的90%。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

藻类和蓝细菌是海洋浮游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每年，地球海洋中所有的原绿球藻和聚球藻

每年要从大气中吸收100亿吨碳，相当于海洋中固碳的三分之二。在当地乃至全球范围内，微生物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从根本上影响着温室气体的产生与排放，影响着气候变化、动物、植物及人类

社会的健康以及土壤和水源的质量。海洋微生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了我们呼吸需要的50%的氧气。早期的微生物默默地

生存、繁衍并产生氧气，使所有耗氧生物得以进化，而臭氧层又使得生命能够从深海大规模地移居到陆地上。微生物是

地球上最清洁环保的废物回收站和资源再生站。微生物无处不在，它们自身的活动时刻维持并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生命体

的生命质量。它们是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尽管我们人类自视为地球健康的管家，但实际上在影响、调节并改变地球



活动等领域，微生物才是更强大的力量。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在养分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某一群系的微生物将被迫从

生物圈中消逝而不能用另一群在功能上等效的同类所取代，那么我们所知的地球生命将不复存在2。就活动和规模而言，

全球微生物群落是人类唯一可以依靠的盟友，它们可帮助人类消除因产业活动、集约化农业和人口过多所造成的污染排

放的影响（de Lorenzo等人合著，2016年）。 
 
-------------------------------------------------------------------------------------------------------------------------------------------- 
2 虽然乍看之下，这一概念似乎有些牵强（如果结合下文中“所有微生物都无所不在”的其他陈述，更是如此），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环境栖息地条
件的变化（例如因全球变暖而导致的变化）可能会使微生物对原住民不利。为应对这一不利影响，原住民必须（1）迁移到更有利的栖息地，（2）适应
性进化出新的属性，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栖息环境，或者（3）死亡，而且如果同时受地域限制的影响，原住民还有可能会灭绝。迅速繁殖的生物最容易
影响进化。但是生物圈许多环境中的微生物群系都繁殖非常缓慢。一旦环境发生骤变，则可以想象的结果是这些微生物将会消亡。如果其中任一微生
物群系属于协调生物圈关键功能的一环，则还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就这一论点而言，Curtis（2006年）曾颇为尖锐地指出：如果最后一只蓝鲸因吞
食最后一只大熊猫而窒息而死，那将引发灾难性后果，但不是世界末日。然而，如果我们因无意中误食了最后两种氨氧细胞群落（即最后一头蓝鲸和
最后一只大熊猫）而导致中毒，那结果就将另当别论。这一假想此时此刻也许正在发生，而我们甚或都尚未察觉...' 
 
我们每个人必须深刻认识到微生物在地球生态系统循环和人类健康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并了解微生物的作用和潜在

效用，以便我们可以发展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有效战略来携手维护地球的健康。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们应

该 
 了解在微生物介导的养分循环、地球功能与生物圈健康三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以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平衡；以

及 
 确保我们不会（哪怕是无意间）对于在生物圈功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微生物群系产生不利影响。 
 
控制微生物活动对于应对某些重大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当今人类生存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在获取粮食、清洁水、医疗保健、教育、能源和原材料方面的不平等；持续贫困；

因全球变暖而引发的海平面上升及其引致的人口稠密地的流失；以及土地荒漠化等。这些都是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Grand Challenges）的一部分。联合国在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详细阐释了人类和地球的需求，以及以可持续方式

满足这些需求的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2015年）《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网址https：
//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微生物生物技术》（2017年）在其近期期刊中探讨

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系列微生物工程技术，这些技术有些正在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有

些则已彰显出能够有所贡献的潜质，其中包括那些可以缓解随着世界人口不断增加而导致的世界粮食供给紧张局面的技

术（Garcia等人合著，2017年；Trivedi等人合著，2017年）；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趋势及

其部分负面影响的技术；可以缓解全球污染问题的技术；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能源并实现世界自然资源消耗的可持

续性的技术等等（例如de Lorenzo著，2017年；Verstraete与de Vrieze合著，2017年）。该期刊还探讨了微生物技术在帮

助实现另一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的巨大潜力（即与新创企业、就业和财富相关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并专题探讨了在生物经济背景下及其他语境中的微生物生物技术的应用潜力（Timmis等人合著，2017b年）。在2017年至

2018年间，《微生物生物技术》期刊上陆续以《以微生物学构筑新创企业和创造就业的源头活水》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

社论，探讨了利用微生物工程技术创立新企业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在应对“重大挑战”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漫长道路上必须施行的诸多行动都将涉及微生物过程。为将这些行
动落到实处、持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并提升行动效果，我们还需制定一些重大政策决策。这就要求决策制定者了解相关
的微生物活动知识，并知晓如何引导微生物活动以获得最大有益效果。 
 
在充分考虑微生物过程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决策或能够预防重大灾难，甚至是全球性灾难 
微生物是地球进化与生命演化的主要参与者和主要利益相关者。如果决策者未能适当认识、理解和考虑到微生物对相关

过程的贡献，如果所制定的计划未能考虑到微生物在任何预期变化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些都将会使各级各类政策（无

论是国际、国家还是地区或个人层面）的制定和实施充满风险、不够完善或缺乏有效性，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更会适得

其反。可能因政策决策的实施或缺失而受到不利影响但可防患于未然的灾难的示例包括： 
 
抗生素耐药性危机。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多名领衔微生物学家就曾警告指出，由于抗生素开药过度

及其非临床应用，导致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频率与影响范围正在呈逐渐上升势头（事实上，青霉素的发现者Alexander 
Fleming在1945年领取诺贝尔奖的演讲中就曾发布过类似的警告：https://www.nobelprize.org/ 
uploads/2018/06/fleming-lecture.pdf）。这些领衔微生物学家包括Falkow（Falkow等人合著，1961年；Falkow著，1970
年，1975年）、Watanabe（Watanabe著，1963年；Watanabe著，1966年）以及Levy（Levy等人合著，1976年；Levy
著，1982年）等人。自此以后，许多科学家都相继发出过类似的警告，其中一些警告涉及抗生素在水产养殖中的使用（例

如Cabello著，2006年），但收效甚微。时至如今，我们已将抗生素耐药性视作医学界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因为抗生

素耐药性导致越来越多以前能够治愈的可危及生命的感染不再能够治愈。 
（http://www.wpro.who.int/entity/drug_resistance/resources/global_action_plan_eng.pdf）。据国际报告《应对全球耐药

性感染：最终报告和建议》（https://amr-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160518_Final%20paper_with%20cover.pdf）预计，

到2050年，全球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将造成累计高达100万亿美元的全球损失，且全球每年耐药感染的死亡人数将达1000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提出的四项建议中的第一项是有必要针对特定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开展全球公众意识提升活

动。奇怪的是，尽管该项活动的费用高达每年4000万至1亿美元，但基础教育并未包括在拟议活动范围之内）。尽管如此，

据预计，在2010至2030年间，畜牧业与水产养殖业中抗生素的非临床使用量将增加67%



（https://amr-review.org/sites/default/files/160518_Final% 20paper_with％20cover.pdf）。如果卫生主管部门、政界人

士及企业领导人（以及最至关重要的公众）当初能够意识到微生物具有根据环境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是指在环境中大

规模地引入强效抗菌化合物）而迅速进化并传播新功能的能力并且因此能够理解Falkow等人发出的警告，那么我们现在

所处的境况可能会截然不同。 
 
几乎已绝种的儿科疾病卷土重来。由于疫苗接种的接受率与覆盖率降低，麻疹、百日咳和白喉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在此卷

土重来。而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实际上已经根除这些疾病的国家中，人们缺乏对疫苗相关风险

和微生物学基础知识的根本了解，且人们在做个人抉择时未能以循证为基础（即“疫苗犹豫”现象）（Lane 等人合著，

2018 年）。 
 
过敏症病例呈全球上升趋势。尽管我们需要严肃对待儿童时期的重度感染，但轻度感染和在环境微生物群落中的合理暴

露被认为对出生后婴儿免疫系统的发育有重要作用（Bach 著，2018 年）。微生物恐惧症（germaphobia）的流行以及广

告活动在人群中塑造出错误认知，使人们错误认为所有微生物都具有有害性，因此必须消除所有微生物以确保安全的家

庭环境。这些可能是导致当代社会免疫系统功能异常疾病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例如过敏、哮喘、湿疹以及神经系统疾

病）。事实上，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使用强力杀菌肥皂会降低皮肤微生物群落在预防皮肤癌领域的保护性作用（Nakatsuji
等人合著，2018 年）。但是，这些结果本可以避免，防范措施包括采取适当措施强化教育，提升人们对平衡卫生习惯的

必要性的认识，通过采取维持健康微生物群的有效措施来减少病原体总负荷，确保健康微生物群落能够不断地为我们提

供重要的生态生理功能。这些教育还应包括有效的免疫系统教育，即通过让新生儿和婴儿早期暴露于土壤和动植物中含

有的多种微生物中，刺激新生儿和婴儿的免疫系统启动与发育（Finlay 与 Arrieta 合著，2016 年；Gilbert 等人合著，2017
年）。 
 
温室气体危机。微生物不仅会产生而且会消耗温室气体（Cavicchioli等人合著，已提交）；因此，在减少微生物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同时，增加温室气体消耗量的努力都至关重要。当考虑微生物在温室气体产生与消耗中的参与时，我们需要在

了解定量测定方法的同时，认识到微生物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消耗可能不具线性特征的这一事实，这一点至关重要。

相比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而排放二氧化碳的总量和速度，微生物和植物消化和固定温室气体的速度异常缓慢，这导致

正常的物质循环呈失衡状态，因此也是二氧化碳水平迅速上升且居高不下的原因：人类的植物与微生物伙伴无法跟上人

类活动的步伐与速度。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并进而导致永久冻土层融化加速。当永久冻土层融化时，更多

的微生物从冻土层中释放出来并产生释放出更多的甲烷与二氧化碳，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由过度消耗化石燃料所导致的全

球变暖问题。 
 
动物肉类的生产（特别是反刍动物肉类的生产）与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不可分割，这一事实早已广为人知。但肉类生产

本身必须以雄厚的饲料草生产量为基础，而饲料草生产又与氮肥的使用有关。最终将被土壤微生物分解成氨和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的尿素是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氮肥，其使用历史非常悠久（尽管目前正被逐步淘汰）。其他含氮肥料会导致微

生物生产一氧化二氮，一种具有高臭氧损耗潜力的温室气体（当然，也会发生富营养化）：在与之毗邻的水道与水体中，

径流养分诱导的有害藻华大量繁殖可导致鱼类死亡与缺氧，而政府也会相应出台旨在限制使用受影响水体的政策。显然，

考虑到超出基本饮食需求的肉类生产和消费量，我们本应且仍需做出重要的个人决定与政策决策。 
 
流入沿海水道的养分径流会导致微生物群原住民快速消耗氧气，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最低含氧区的快速扩展。在为可持

续未来发展确定的9个地球环境安全界线中（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臭氧层耗竭），氮循环被认为是失衡最严

重的地球环境安全界线，其原因在于现如今人造肥料的施用总量已超出了所有自然过程向生物圈提供氮营养素的承受能

力（Rockstrom等人合著，2009年）。目前，许多国家都在讨论限制使用此类肥料的问题，但是除了农业及其供应链的正

常运作外，我们还需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并需要以地区内较贫穷人口可以承受的价格生产和供应粮食。这些都

是研究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混杂因素。鼓励农民在做出决策和制定合理政策领域发挥带头作用似乎具有逻辑合理性，因

为农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土壤氮素改良剂与农作物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然而，微生物在与氮肥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鲜少能成为个人和政策争辩与决策过程的主要内容。尽管如此，在这些争辩与决策过程中，我们仍

必须努力确保涉及微生物作用的讨论具有意义及成效。从更广泛维度来看，最近出台的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与

决策主要涉及人工源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根本忽略了一项事实，即微生物是大量温室气体生产和排放的重要参与者，其

所涉及的温室气体除二氧化碳之外，还包括一氧化二氮和甲烷。无论如何，尽管影响程度各异，但全球气候变暖对我们

每个人都有影响，因此是我们是全球气候变暖领域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例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病原体及其媒介的全

球分布都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在从未接触过任何抗原刺激（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与动物种群以及无防御能力

的植物种群中出现疾病，并可能导致疫情蔓延。 
 
土壤危机。土壤是地球至关重要的活皮肤。土壤为许多动植物和微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和必须的养料。这些动物与微生物

介导了覆盖面甚广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而这些过程反过来又决定了土壤的功能和健康状况。土壤还具有过滤功能，

能够过滤地表水，使得地表水通过土壤过滤与下渗作用补给下面的含水层，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饮用水和灌溉水。土壤

含有宝贵的营养元素，其碳含量是地球大气层的三倍。但是地球上的土壤正迅速发生侵蚀，经常流到溪流、河流和海洋

中，并沿途释放养分。大多数国家的表土流失速度比土壤形成速度（岩石经过风化形成土壤母质，并最终形成表土）快

数十倍甚至数百倍。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加剧了土壤侵蚀的速度。土壤微生物在其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多糖，能够充

当土壤颗粒的胶结物质，是形成土壤团粒结构及保持团粒稳定的粘接剂，因此有助增强土壤自身的抗侵蚀能力。预计在

21世纪末之前，地球上的大部分农业用土地将不同程度地遭遇灾难性的土壤流失灾害，这将导致人类缺乏生产足够养活



全球人口所需粮食的农业资源和手段。此外，流失的土壤还会大量养分带入水道并污染水体，并会释放出大量的碳，反

过来又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倘想成功规避这场危机，决策者必须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制定出针对性战略，

以更好地利用微生物活动来提高土壤稳定性。为确保这一设想的实现，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世界公民

必须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了解可供选用的微生物群落特征。有鉴于此，掌握微生物学知识和提高微生物学素养

都至关重要。 
 
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和食物网中积聚。仅仅知晓微生物参与环境过程是不够的，通晓不同微生物群的作用与优势劣势至

关重要。从历史上看，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众所周知，微生物代谢多样性将有助我们处理来自工业、家庭及医院等场所

产生的所有污染物质，而无需考虑可能存在局限性。然而，尽管微生物会降解许多种类的有机物质，但有些种类的微生

物代谢速度缓慢，而有些甚至极其缓慢。因此，如果有机物质代谢产物被释放到环境中的速度大于微生物对这些有机物

质的生物降解能力，那么这些有机物质就会积聚并导致污染。反观被禁止生产数十年后仍然留存于地球表面的耐久性有

毒化学物质（例如当代食品网中的多氯联苯和二噁英）以及当前正甚嚣尘上的石化衍生塑料污染灾害，上述论点就不难

理解。 
 
如果当初所涉各方能够做到以下几点，那么当前正在困扰我们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不仅具有可预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可规避性（这些问题包括对终极抗生素产生药物耐药性的病原体之间的隐匿性传播、土壤侵蚀、海洋塑料垃圾污染问
题及其对野生动植物健康的影响以及食物网中微塑料粒的形成与积聚）： 
• 政策制定者理解微生物过程相关决策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其长期影响；并且 
• 社会上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在更早期阶段就被赋予理解当代政策风险与行为风险的能力 
 
长期暴露于低水平生物活性物质中的暴露组及相关特殊问题 
与微生物素养问题联系特别紧密的“重大挑战”之一是生物圈的生物污染与化学污染，因为人类决策既可以是引发问题

的诱因（人类决策可最终促成引发污染的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又可以是解决问题的钥匙（人类可以借助减量化、修复

及回收等手段，制定旨在减轻污染的政策）。在高收入国家，生物污染（特别是与都市卫星城相关的粪便污染）尽管在

很大程度上能加以控制，但也可能会因为技术故障或极端天气事件而偶尔出现问题。但是在低收入国家，生物污染问题

仍令人头痛不已。此外，旨在为肉类生产服务的工业化畜牧业通过产生大量的动物废料而进一步恶化了生物污染问题。

这些动物废料包括数量庞大的动物粪便，而这些粪便中又栖息着富含抗生素并已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微生物，包括病

原体。尽管其中一些动物废料经厌氧消化池处理后变得无害，但仍有一些废料残留在周边环境中并随时可能构成危害。 
 
尽管在将新的化学制剂与新药引入市场之前通常会对其毒性与生命周期进行评估，但此类评估通常只会提供与短期内可

检测到的急性毒性有关的信息，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标准模板阐释其评估结果。但这些化学制剂和药物可能具有的

特定固有危害，却未在模板中提及。面向最直接受影响的生物开展急性毒性评估往往极具挑战性，而针对需要假以时日

方才能缓慢显现的低水平慢性毒性开展的评估也同样极具挑战性。对于那些受到最直接影响的生物的急性毒性以及长期

表现出来的低水平慢性毒性的评估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许多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特别是制造业废物流中的药物

制剂以及医院与家庭废弃物中的药物制剂）在极低浓度下就具有显著的生物效应，其中一些化学物质历经污水或垃圾处

理设施处理之后被排放到环境中去之时，其结构和性质仍然能够保持一成不变。更有甚者，一些化学物质可能会被环境

微生物群落部分降解为新的代谢物，而这些新的代谢物有可能并未被纳入环境影响评估的测定范畴，也有可能拥有着与

原始化学物质不尽相同的毒性，还有可能其毒性甚至比最初进入环境的原始化学物质更高更烈。低水平长时间暴露于含

有此类化学物质与代谢物的环境中可能会在种群水平上导致隐伏的恶性后果。在环境中广泛分布的化合物包括外源性雌

激素（Monneret 著，2017 年）和导致授粉昆虫（例如蜜蜂）数量下降的杀虫剂（Godfray 等人合著，2015 年；Christen
等人合著，2018 年）。外源性雌激素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被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类及其他动物的生育能力下

降。 
 
另一项甚至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各类污染性化学物质在环境中混合在一起，而化学混合物（尤其是低水平长时间暴露）

对生态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影响机制与程度虽然在整体上尚不明确，但无疑影响深远。微生物不仅本身具有而且还可进化

出降解多种化学混合物的能力，因此微生物通常是从环境中去除许多化学污染物的主要媒介。但是，对于另一些化学污

染物，微生物可能不具备降解能力，或者说至少不具备以可观速率降解某些化学污染物的能力，特别是当微生物以极低

浓度存在时，而当存在于某些复杂化学混合物中时微生物的降解能力尤其不值一提。 
 
总而言之，尽管生物污染与化学污染问题非常复杂，并且微生物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能力同样复杂，但减少现有

污染的唯一途径是增进了解并合理利用与之息息相关的微生物过程。对于新型化学物质（包括借助合成微生物学生产的

化学物质），负责任的设计必须包括对该物质生命周期终点的明晰定义。但是，我们需要再三强调的是：无论微生物世界

存在何种局限性，在抗衡地球异常严重的污染负荷的过程中，它仍然是我们人类唯一可以依靠的媒介（de Lorenzo等人

合著，2016年）。 
 
我们必须认识和理解微生物的降解能力及其局限性，并使之成为制定污染控制与缓解政策的核心环节，这一点至关重要
篇，因为此类政策最终将决定环境污染物在人群中的暴露水平。为实现以下目标，我们需要齐心合力地采取协调一致的
（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政策，以便： 
• 在地方、区域及全球层面上，针对环境中生物活性物质及其混合物的类型与水平等评估项，简化其识别、评估和监控



的形式与内容； 
• 增进我们对生物活性物质及其混合物对地球、社区和个人健康影响机制的理解； 
• 协调各方努力，从环境中清除生物活性物质及其混合物，减轻或解除其毒害作用，并减少进入食物网并在食物网中迁

移的可能性；并且 
• 制定措施以减少此类污染物在人群中的暴露水平。 
 
全球互联性以及微生物对各类变化的响应 
最后但仍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必要着重强调地球的两项关键特征。第一项关键特征是全球互联性：地球的所有表

面和大气层都籍由水、风和作为人类产品的机械供应链相互联系，这些供应链通过陆路、海路和空中运输工具移动地球

表面和大气层中的大部分物质，迁移距离有时甚至长达数千公里。此种物理互联性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结果是，塑料垃圾

被迁移到海洋的各个地方，远离最初的废弃物堆放点，而有些污染物（例如有毒的多氯联苯，英文缩写PCB）已在极地

动物体内发现，而极地离这些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地点都相距极其遥远。因此，尽管我们可能认为我们有能力有效且安全

地管理化学物质在其生产设施中的潜在危害，但互联与流通机制可能会在遥远的地方引发问题。生物性因子也会通过主

动运动与被动运动来提升生物圈中的互联性与移动性。此种运动方式对于具有飞行能力的昆虫、鸟类和搭乘飞机旅行的

人类来说可以是飞行；对于水生生物、可以在空气中或水中悬浮的种子、花粉和浮游生物以及其他生物来说可以使游泳

和漂浮。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全球的爆炸性扩散、起源于亚洲、每年爆发的流行性感冒疫情、

以从埃及进口的有机胡芦巴种子为源头的德国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以及因移民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传染病的传播与扩

散（例如摩洛哥等非洲国家中肺结核新发病例增加，以及西班牙爆发通过软蜱传播的非洲病毒疫情）等等都是生物互联

性的后果示例。国际贸易在传染病病原体的传播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且可能是当前因叶缘焦枯病菌（Xylella 
fastidiosa）感染引致的多种植物病害传播的原因之一。叶缘焦枯病菌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植物致病菌之一，对农

业生产、公共花园和环境构成巨大的威胁，并导致巨额经济损失。叶缘焦枯病菌与许多借助病毒介体传播的病原体都不

同。后者拥有特殊的病毒介体，具有高度的宿主特异性，因此宿主范围受到限制。但是叶缘焦枯病菌则是通过一系列的

植物木质部汁液为食的昆虫介体传播，因此可感染许多植物宿主。船舶压舱水是外来海洋生物入侵的主要媒介之一，在

全球各地采集并卸载的船舶压舱水可能会携带新的非本地生物种群，有时甚至还会携带表征生物安全问题的危险生物种

群（例如有毒藻类）。富含磷、铁和微生物的沙漠尘土随气流被运送到遥远的地方并降落到地面：来自撒哈拉沙漠的尘土

经常降落在欧洲各地，并给墨西哥湾与马尾藻海的水体带来养分，从而导致藻类的大量繁殖。 
 
正如水和空气的互联性介导了包括放射性物质在内的耐久性化学物质在整个生物圈和大气层中的分布一样，水与空气可

确保几乎没有重量的微小微生物在整个生物圈和大气层中的分布。然而，与化学物质不同的是，微生物可以繁殖，机会

性定植并影响有利于其栖息繁衍的任何地点。微生物的全球分布如同被封装在潘多拉盒子中的咒语：所有微生物都无处

不在。一个必然的而且也许更有意义的真言是：如果微生物能够在影响某个地块的过程中获利，那么它们将在该地块上

栖息并充分发挥其获利能力。 
 
地球的第二项关键特征根植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由自然事件或人类无意或蓄意行为引起的变化通常会引发响应，有时

会引发意外响应，并导致可能与预期相左的最终结果。导致意外响应的原因可能是物理化学反应，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是

生物学响应（尤其是微生物学响应）。因此，当我们决定必须采取某项行动时，除了通常要考虑的因素之外（包括可行性、

成本以及物流与后勤保障等），我们还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微生物不会被动地去适应人为环境的重大变换（无论系

出人类的有意还是无意）：它们会积极响应并改变人类行动的后果（有时是正面变化，有时是负面变化）。有鉴于此，我

们需要不断地自查自问：微生物活动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拟议进程或受到拟议进程的影响？而且，如果确实如此，

微生物对拟议行动的可能或潜在响应是什么？然而，我们尚未掌握与微生物进行对话的技能，因此无从得知在我们做出

变革时它们如何响应。因此，从监测和建模微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具体响应机制出发开展循证预测，并谨慎行动至关重要。

为了摒弃陈旧的座右铭“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我们可能会勉励人们采取本地化行动，但只有在适当考虑了地方

性、区域性及全球性响应的可能性之后，方才能够采取本地化行动，因为这些响应可能导致附带后果（包括可能与拟议

主题完全不同的非直观后果）。 
 
我们地球的互联本质要求我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确保我们具有如下能力： 
• 有能力明智而审慎评估本地化行动对邻近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微生物活动的潜在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和相关途径； 
• 有能力使用适当的方式正确地描绘影响情境并对其建模（包括作用时效与对策）； 
• 当我们基于保守性假设对我们预测的结果缺乏信心时，有能力审慎考量其他行动方案；并且 
• 有能力监控、审查和改进各类政策，并授权地方实体采取措施，以有效预防不协调行为或偏离行为，以免因无意行为或
以其他方式造成不利影响。 

 
存在的问题 
当前存在的问题在于，有关微生物及其活动的知识目前集中掌握在一小部分专家（即微生物学家）手中。诚然，一直以

来，社会都在邀请专家为决策者提供建议，例如就实施新政策的成本等问题，邀请经济学家向政府提供建议。然而微生

物学领域的问题在于，无所不在的微生物活动时刻直接且密切地影响着社会上每个人的日常决策。而且，尽管可通过互

联网访问相关信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及时咨询微生物学家或询问微生物学知识的选项都不具切实可能性或不具可能

性。因此，一方面，我们拥有学富五车但对任何级别的政策决策都无任何影响力的微生物学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

拥有因为缺乏必要关键知识而很难做出知情决策的政策制定者与决策者们。如果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都无法理解和评估



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或潜在解决方案（例如Brussow著，2017年），我们如何能够有效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重复犯以前的错误，以有效规避上述类型灾难性后果的再次发生，那我们就必须掌握重要的基本信息，
从而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问题、适时做出恰当选择并优化基于实证的最佳政策决策。这些必须成为我们的个体与集体知识
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避免日后触发可预防的灾难性事件， 
• 关于微生物过程、微生物活动及其多方向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性的基本知识不仅必须成为公众意识的一部分，而且 
• 微生物过程的中级知识（intermediate knowledge）必须构成相关政策制定者 1技能集的一部分，并且 
• 决策体系必须建立在更充分的循证标准与专家审查的基础上。 
 
解决之道：提高社会的微生物学素养 
微生物学的基本原理必须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 
 
当代社会的某些人群（例如教育工作者、政客、行业领袖、国家机关与国际机构的负责人等）对掌握微生物学知识的需

求最为迫切，因为他们的决策比其他人的决定能够在更广泛更深远的层面对社会产生影响。然而，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

会做出与微生物有关的决定并履行与微生物有关的实践。此外，对于影响人类乃至整个地球健康与福祉的重大政策与决

策，我们都是利益相关者。为有效行使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公民的义务，以便有能力地为决策者提供意见与建议（无论是

作为选民还是利益集团的成员），我们必须具备微生物学素养。因此，当代社会迫切需要各级各类人士具备微生物学素养：

微生物学素养理应成为成年人必须掌握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在幼儿教育时期获得的公共知识储备和批判性评估能力对于帮助儿童顺利度过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至关

重要。截至目前，母语、外语、历史、地理、时事、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等知识都已被视作有助实现教育均衡性

的基础课程。这也就是说：对这些课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被视作个体成熟的重要属性，是个体就业并承担家庭相关责任

所必需掌握的知识体系，有助于我们在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中消化和处理新近获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做出富有成效的

日常决策，以指引我们度过生活的曲折与坎坷。正如Bergey于1916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与上述学科一样，对微

生物及其活动的知识和理解对通识教育也至关重要。 
 
微生物学必须成为校本课程的核心要素，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决策者充分瞭解情况，而且可确保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都能
基本理解当代社会及其行为与微生物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关联。在此基础上，当代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将有能力 
• 为自己（以及包括子孙后代在内的其他人）做出明智的知情决定， 
• 批判性地评估支持和反对决策备选方案的各项论据，从而向那些代表他们做出决策的决策者们提供明智的建议， 
• 能够追究那些未根据科学理据做出正确决定的人的责任。 
 
以个人体验为中心且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以“重大挑战”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教学重点 
 
由于微生物从我们出生之日起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它们在更早期阶段就开始对我们产生影响），因此微生物教

学应始于初等教育的启蒙阶段，并且应贯穿于所有教育阶段，其目的在于赋予各级各类决策者就最佳实践做出知情决策

的能力，并向年轻人和老年人提供了解此类决策依据的知识。人们必须能够理解并区分确定事项、可能事项与未知事项

之间区别。人类个体必须能够做出基于证据的风险收益评估，从而使他们能够对可能带来一定风险的关键性有益行动做

出决策，或者与代表他们做出此类决定的机构进行建设性的互动。此外，人们还必须清楚地知晓对未来至关重要的新知

识体系的构成，以便于日后制定出最佳的循证政策。 
 
我们设想面向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等院校开发微生物学课程，并同时开发用于高等院校师资培训的微生物学教学课

程（另请参与Bergey著，1916年；Savage与Bude合著，2014年；Scalas等人合著，2017年；
https://enviroliteracy.org/environment-society/environmental-health/microorganisms/; http://www.actionbioscience.org/ 
biodiversity/wassenaar.html, https://schaechter.asmblog. org/schaechter/2013/04/whose-planet-is-it-anyway-1.html）。
这些课程还应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一部分提供给公众，帮助具有微生物学素养的个体更新其知识体系，并为那些未能在

学校获得指导的人提供学习基础知识和了解最新进展的良机。尽管这些课程的开发应由相关教学机构来负责，但为了促

进其实施，我们提出了构成“微生物学素养框架”的一系列专题（《学校与学前班的微生物学教育：以儿童体验为中心的

框架》，Timmis, K.N.等人合著，正在编写中）和一种教学模式。根据这一教学模式，教师在课程之处时引入一个与日常

经验有关的简单问题，然后再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与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微生物学基本原理、其与“重大挑战”和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其与生物地理圈（biogeosphere）过程及地球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且更为重要的是）

其对决策的影响，例如 
 父亲：今天下午我真的很想在保龄球馆吃个汉堡包，但是詹妮昨天告诉我，奶牛也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因子：

这是真的吗？（温室气体、源与汇（sources and sinks）、瘤胃消化、甲烷排放、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

它们如何影响我们，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3[SDG-13]：应对气候变化）； 
 母亲：我们在上课时被告知Joanne罹患麻疹：为什么她不像我一样具有免疫能力？（疫苗效力、风险、相关性与因果

关系、风险收益考量要素、畜群免疫、免疫的附带利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3[SDG-3]：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母亲：你总是告诉我上完厕所后要洗手，因为粪便很脏。但是粪便冲走之后会经历一个怎样的历程呢？（污水处理、

粪便病原体、作为粪便病原体负荷指标与水质指标的粪便指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6]：确保为所有人提供

https://enviroliteracy.org/environment-society/environmental-health/microorganisms/


环境卫生）； 
 女孩：为什么植物不能在黑暗环境中生长？（植物和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微生物捕获太阳能并产生生物质：这些生物

质是构成食物网的基石；光合作用、叶绿体以及起源于早期微生物的线粒体；植物和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微生物为世

界提供食物、能源、可再生化学原料、无污染、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SDG-2]：消除饥饿；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7[SDG-7]：确保人人获得可持续能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2[SDG-12]：确保可持续生产模式）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在课程开始时便让学生显而易见地理解基础微生物学之于社会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特定主题的甄选目标是 
• 协助开发适当的课程，以适应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士， 
• 揭示受微生物生态生理活动影响的主要地球-生物圈-人类的主要过程和问题， 
• 揭示这些活动对我们以及生物圈其他成员的福祉的影响机制， 
• 揭示微生物活动受人类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机制， 
• 阐释我们可以如何引导或利用微生物活动以实现个体、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利益，并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

贡献， 
• 揭示我们在更广阔世界中的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在全球村与微生物之间的关联机制，以及我们与生物圈其他成员之间

的关联机制。 
 
微生物学素养知识框架最初将包含100个左右的以体验为中心的主题，分为人类福祉、地球、水、植物、动物、营养-食
品-饮料以及生物技术等类别。不久之后，这些内容将提供免费在线阅览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题必将得到进一

步的改进和完善。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拟议主题（微生物）并非肉眼可见，但是由于微生物学是一门强调动手实验的学科，学生们可

以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亲自动手完成生动有趣的试验，因此以微生物为主题的教学对于儿童而言尤其富有吸引力。此外，

我们还将在线免费提供与每个主题类别相关的简单实验的建议。此外，我们还可安排学校学生外出参观商业企业（酿造

业、奶酪制造业、面包生产业、发酵业等）和公共机构（废物处理厂与诊断实验室等），为学生提供亲身体验的机会，帮

助学生了解这些企业与机构中的有趣微生物处理过程，但具体安排将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此外，我们还将在线提供

一份学生外出参观的说明性清单，并向教师提供组织建议，指导教师通过有效组织和管理，最大程度地增进学生的知识

水平、兴趣和乐趣。 
 
微生物学素养知识框架中提供的主题不应详尽无遗，其架构安排也不要求所有特定年龄组的受众都将整个知识框架的内

容全盘消化和吸收。除了某些介绍性主题之外，大多数主题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可构成一个模块化系统，供学校根

据教师的喜好以及学生的学习风格与学习目标，自由地选择并组合各类不同主题。然而，该知识框架的总体目标是让孩

子们在其学校学习生涯中熟悉所有主题。 
 
必须强调的是，创设微生物学素养知识框架的目的并非旨在通过教授微生物学学科知识和培养微生物学专业人员来提升

学生的微生物学素养。相反，其目的在于为学员们针对性地提供微生物活动领域的丰富知识库，因此我们所选的微生物

活动对于提升社会成员的能力以改善其日常生活、优化基于实证的政策制定机制和完善地球管理都至关重要。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社会各界都必须尽早意识到，将微生物视作人类宿敌的普遍偏见不仅不具正确性，而且还会引发

危险的行为实践。微生物与人类并无二致：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的生活几乎没有影响或没有直接影响，许多微生物对我

们非常有益，只有少数微生物会给人类带来危险。就像人类一样，导致疾病或物质恶化的坏份子普遍会获得最多的关注，

因此也最广为人知。然而，我们理应将整个微生物群系描绘成人类的朋友，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微生物不仅能够在日

常生活中悄无声息地为我们提供帮助，而且还可随时被调用，用于帮助我们解决重大难题（例如提高粮食产量）。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人体内过半细胞都是由微生物组成，它们是我们最亲密的家族成员。 
 
必须提高当代社会中全民的微生物学知识水平，以消除因微生物恐惧症而引发的有害观念和实践。这是微生物学素养

行动的核心信息之一，并将在校本课程中反复强化和提及。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宏观生物（动物和植物）不仅是生物圈的重要成员，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进化路径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

于启迪人类心智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已被驯化的动植物能够为人类提供食物、纤维、织物等，并可美化我们的环境，

给人类带来舒适感和愉悦感，因此有助增进人类福祉。而野生动植物，作为大自然的奇迹，有助激发人类探索自然的兴

趣，并且构成维持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必要条件。保护宏观生物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有鉴于此，从历史上看，生物

学（在本质上是动物学与植物学）一直是教育体系中的核心课程，并且是人体生物学教学和生殖教育的基础。近年来，

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拍摄制作的一系列大型神级电视纪录片让人们对巨型生物的兴趣和欣赏度都大

幅提升（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 archive/2016/05/every-episode-of-david-attenboroughs-life- 
series-ranked/480678/）。相比之下，由于微生物体型微小（大多数微生物对普罗大众而言几乎都肉眼不可见）。正所

谓“眼不见、心不烦”，人们通常都不会主动关注微生物群落的动态变化，除非微生物制造出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例

如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及赤潮等。在通识教育中，生物圈中这一肉眼不可见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被人忽略。然



而，近年来，有关微生物群落及其对人体生物学与行为各种影响的惊人发现层出不穷，这极大提高了普罗大众对了解微

生物的兴趣。尽管如此，微生物在本质上仍然是抽象的实体，不如互联网那样容易为人所理解，其难解程度与内存的工

作方式相当。然而，微生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远大于互联网的影响。在互联网横空出世之前，我们依然能够繁衍生息，

但是如果缺失微生物生命支持系统，我们将无法生存，人类也将不曾出现在地球发展进化史过程中。因此，在其令人惊

叹的固有事实之外，微生物世界应该从虚无抽象过渡到图形感知与实物，并在人类心智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这一点至

关重要。因此，可视化辅助工具应成为扫盲班教学的核心辅助手段，而微生物艺术的蓬勃发展（例如

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oxfordshire-45099420）也将极大地激发人们的丰富想象力。在讨论微生物时，

孩子们应该能够立即在他们的脑海中联想出微生物的样子，并想象微生物的活动与作用，这必须成为日常惯例。随着微

生物从虚无抽象过渡到清晰可见，它们会变为更加真实。而孩子们也将会有其最喜爱的微生物小明星！可爱的泰迪熊和

小羊羔将会与热情如火的Methano、诡计多端的Wolbo及锋芒毕露的Diatoma结伴而行。这些角色都将会有各自（拟人化）

的鲜明特质，并由机敏的玩具制造商制作出来。在不久的将来，它们甚至可能在电视上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动画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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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微生物素养倡议。 
*《学校与学前班的微生物学教育：以儿童体验为中心的框架》，Timmis, K.N.等人合著，正在编写中。 
©应用微生物学学会与约翰威立出版有限公司（John Wiley & Sons Ltd.），环境微生物学，2019年版权所有 
 
本社论的三项基本目标均列示于图1中，图1可用作将微生物学素养主题引入学校课程的路线图。 
 
第一项基本目标是揭示社会各界在知识与能力领域的重大缺陷，这种缺陷不利于决策者针对各类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做

出充分的循证决策，并展示具有微生物素养的知识社会的示例，而此种知识社会需要通过在基础教育中纳入关键的微生

物学主题框架方才能够实现。 
 
第二项基本目标是将鼓励微生物学家、掌握一定微生物学知识的社会团体以及具有微生物学素养的专业人员参与并为此

项倡议并做出相应贡献，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包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基本框架；为主题、视频和课堂实验贡献新

思路和新素材，以及为制作必要的教学工具与教材寻找资金来源。 
 
本社论的第三项基本目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是敦促微生物学家、掌握一定微生物学知识的社会团体、具有微生

物学素养的专业人员与教育工作者、政治家、商业领袖、有关政府部门、有关非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机构建立联系并对

其施加影响，以期在国际层面相关各方携手努力，并确保有关各方真正理解提高社会中全民微生物素养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我们都是地球和人类健康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未能掌握解决当前危机的基本能力，我们是否能承受得起其风险

和后果？），并说服他们不断推进此项倡议向落地实施迈进。为此，我们尽可能避免在本社论中使用专业术语，以便更广

泛的受众能够理解其核心要义。 
 
致谢 
本倡议以微生物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基础，这些富有远见的微生物学家深刻认识到提高社会全民微生物学素养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由此，我们不仅能够有效提高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能够创造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优秀教科书和多样化

教材，并将其整合到微生物学素养教学课程中去，以促进此类教学课程的完善和发展。因此这些微生物学家为提高全民

微生物学素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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